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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 本文在中西比较视野下，对中国古代史学特征进行了深入阐释。中国古代史 

学重视历史的鉴戒与教化作用，同时对历史的解释也掺杂着浓厚的当下意思。尽管中国官修 

史学以官吏为主导，官私史学双途并行，史书体裁多种多样，但考辨史实，追寻历史的真相，是 

历代史家所奉行的标准。中国古代史家对历史有着崇古、怀古和信古三种不同态度，由此决 

定他们对历史的形塑与分期特征。中国古代史学对于当下西方史学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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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文明的历史编撰，悠久而绵长，举世闻名。自先秦时代开始，史书编撰就成为中国 

人阐述和形塑文化的典型方式。随着中华统一帝国的形成，历代王朝统治者将史书编撰逐 

步定为朝廷13常事务。公元7世纪开始，朝廷任命专职史官，朝中常设史馆，成为历朝定 

制，即为典型表现。实际上，从公元前3世纪开始，编撰前朝史就已成为惯例。新朝编修前 

朝历史，成为一项责无旁贷的任务。正史是新朝统治正统性的文字表述，而通过帝国诏令， 

重塑过去，成为新朝权威的象征。据有关统计显示，要把编修超过一千多年的各朝正史译 

为英文，大约需要四千五百万字。①这还不包括与正史数量相当的私修史书和其他非官方 

史书，这些历史著述更能充分证明中国人对通过历史叙述来梳理过去的偏好。 

英语世界对中国史学的研究，从未真正繁荣过，关注者甚少，持之以恒地研究中国史学 

的更微乎其微。据我们所知，1938年嘉德纳(Charles Gardner)出版了美国第一本关于中国 

史学通史的著作《中国传统史学》，只是一本百来页的小册子。随后，韩玉珊在1955年出版 

了《中国史学纲要》，比斯利(w．G．Beasley)和蒲立本(E．G．Pulleyblank)于 1961年编辑出 

版了《中日史家》一书。后来，蒲立本撰写了一篇长文《(中国)史学传统》，收人雷蒙 ·道森 

(Raymond Dawson)的论文集《中国之遗产》，该书出版于1964年。之后从20世纪60年代 

到90年代的30年中，西方学界对中国史学的研究陷人低谷期。这一时期值得注意的著作 

是唐纳德 ·莱斯利(Donald D．Leslie)、科林 ·马克拉斯(Colin Mackerras)和王赓武共同主 

编的《中国历史资料论文集》，论及了中国传统史学的某些层面。此外，并无其他英文专著 

问世。尽管上述研究有着巨大的学术价值，但这些开创性成果如今早已绝版且略显陈旧。 

％ 此文为伍安祖、王晴佳著《世鉴：中国传统史学》(On—cho Ng and Q．Edward Wang，Mirroring the Past：The Writing and 

Use ofHistouy in Imperial China，Honolulu：University ofHawa‘i Press，2005)一书的导言。 

① Homer H．Dubs，“The Reliability of Chinese Histories”， e Far Eastern Quarterly 6，1(November 1946)，PP．23—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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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2年，崔瑞德(Dennis Twitchett)出版了《唐代官修史书》，该书是长久沉寂后，西方学界 

所出版的第一本论述中国传统史学的专著。随后，杜润德(Stephen Durrant)和格兰特 ·哈 

代(Grant Hardy)各自发表了关于汉代伟大史家司马迁的专题论文。但所有这些研究都只 

局限于某个特定领域和论题，崔瑞德集中于唐代，杜润德和哈代则只关注司马迁一位史家 

而已。这些研究尽管非常有价值，但其只论及中国史学某方面或某个人，难以代替有关中 

国史学的整体性论述。因此，如今尚缺乏一本独立的、全面系统反映中国传统史学最新成 

果的英文评述性专著。 

对中国传统史学研究的相对贫乏，不仅暴露出西方中国研究领域的学术空白，同时也 

不利于我们对中华文明全面而深人的理解，因为史学是中华文明不可或缺的部分。史书作 

为载录道德教训和政治经验的宝库，是中国文人的良师益友，忽视了中国史学传统的研究， 

就意味着对中国文化观察视野的狭隘化。因此，出版一本反映过去20年中西学术界对中 

国传统史学研究状况的综合性著作，切近时需，极为必要。 

或许，我们可以认为这种需求，并不只局限于中国研究领域。当下后结构主义、解构主 

义、后现代主义、后殖民主义以及人文科学中的诸种后启蒙运动理论，给我们带来了巨大的 

冲击，向人们强调了真理可以有多种表述的特性。暂不论这些理论的说服力与解释力有多 

大，它们已经有效地削弱了自欧洲启蒙运动以来所形成的西方价值观与世界观凌驾其他地 

区的霸权地位。因为大量历史观念被证实乃思想建构而非文化公理。例如，现在学术界已 

经形成了这样一种共识，即打破了许多以欧洲为中心所建构起来的观念，诸如现代性甚至 

文化概念本身。随着西方传统史学所公认的普世性逐渐退出历史舞台，似乎越来越需要史 

学家和历史编纂者接受非西方的研究视角。例如，在最近出版的一部由一批西方史学家主 

编的《全球历史著述百科全书》中，①许多条目就是关于非西方传统史学的。因此，尽管这 

本关于中国传统史学的书是面向中国学者与学生的，它同时也应该赢得世界其他地区学者 

的关注，哪怕仅仅是出于教学的需要。因为虽然用于欧洲和美国史学教学的著作多种多 

样，但教师们时常感到难以找到合适的有关中国史学的书籍。许多人不得不采用几十年前 

出版的史书。因此，我们的工作，在勾勒出中国传统史学基本轮廓的同时，也提供一本关于 

这一主题最新的前沿性和专门性综合研究的著作。 

为便于介绍中国传统史学，本书以年代为依据、以朝代为顺序加以编排。上起先秦时 

期，当时原始形态的历史意识开始萌芽；下迄 19世纪中叶，乃是中国遭到西方冲击后，历史 

面貌出现大变局的时期。这一分期，与现存许多西方学术文献中有关中国历史的传统分 

期，是相一致的。其长处在于，它能引起人们对现存有关中国历史其他方面书籍的共鸣。读 

者可以很容易地将从本书中所发现的材料与从他处所发现的历史其他信息相整合。本书各 

章节将对中国史学传统演变过程中的复杂性与细微变化予以详细阐明，并揭示史学及史学家 

在中国历史上的角色与地位。就每个时期而言，我们将从两方面来探究中国传统史学的特 

色：首先，史学是作为原始材料的汇编及历史叙述的写作，以如实描述过去所发生之事为目 

的，也就是历史编纂；其次，史学乃是作为对过去意义与模式的思考与反思，也就是历史哲学。 

① D．R．Woolf，ed．，A Global Encyclopedia ofHistorical Writings，New York：Garland Publishing．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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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中国史学对历史功用的认识 

以宏观形式考察，进行间断性阐述，常常陷入“见木不见林”的困境。对各朝史学诸多 

联系的关键要素进行详述之时，可能会使其首要主题变得模糊不清。它可能掩盖历史的元 

叙述，同时，在某种程度上，可能忽略隐藏于历史表象之下的逻辑与假设的深层原因。拘泥 

于叙述每个朝代的史学事业，强调其彪炳千古的史学成就，最终可能无法阐明中国传统史 

学的特有本质。沉溺于细节的调查，加以描述，史学故事或许会如同手册、百科全书的情形 
一 样，呈现为一个接一个的糟糕的事实堆砌。那么，全部王朝历史图景构成了怎样的整体 

面貌呢?超越单个发展阶段能够建立怎样的整体轮廓?在新旧时代分明的断裂处又贯穿 

着怎样的连续性?从部分的积累中能够感知到怎样的整体呢?我们的工作旨在回答这些 

问题，从而阐明中国史学发展的主线与主题。试图阐明作为整体的中国史学，并不是要以 

固有连贾l生的名义，抹杀古往今来中国史学的多样变化。也不像如今许多评论家所说的， 

中华帝国的历史是千篇一律、毫无变化的。然而，我们在这里所寻求的是一种中国史学的 

宏观视野，它能够揭示贯穿于不同历史时期史学的连续性。 

早期中国的史学意识，萌芽于一种独特的世界观，也就是天人合一的宇宙观。在这种 

世界观中，人类事务及其机构同时也是上天意志与行为的反映与体现。一般认为《春秋》 

编纂者的孔子，就有意识地把历史书写作为教育题材。他把《春秋》这样一部枯燥的编年 

体著作，当作寓道德于史书编撰的有力工具。这样一种“春秋笔法”，用历史书写来传达上 

天所赐予的道德启示的教化行为，对中国史学产生了深远影响。历史编撰开始沉浸于道德 

教化中。正是由于这种史学笔法与对往昔人物、事件进行褒贬的实践，历史才获得了它无 

可争辩的魅力与权威。 

汉代两位备受推崇的史学家司马迁(约前145一前85年)和班固(卒于公元92年)，在 

开创史学写作的新方向上扮演了重要角色。从此以后，历史编撰的伟大事业，在范围及风 

格上，开始与孑L子所确立古老的编年模式渐行渐远。尽管他们的创新形成了史书编撰纪传 

体的新传统，拓展了史学写作的视野，但司马迁试图通过历史书写探究天人关系，班固对王 

朝断代史和过去知识呈现方式的重视，都明显反映出早期史学认识的痕迹。他们两人都宣 

称人类知识的历史和过去意识在本质上是经世致用的，以惩恶劝善的方式得以体现。历史 

的实用经验教训通过典型人物的书写，能够更充分地传达下来。事实上，自司马迁开始，纪 

传体就成为中国史家记录史实的主要叙述方式。本质上，历史是记录以往杰出人物道德力 

量的作用与影响，反过来，这些人物的行为与活动又作用于现实国家与社会福祉。因此，历 

史是规范的；在惩恶劝善这一主要教化职能指导下，历史展开道德铺陈。①历史不仅具有道 

① Edwin e Pulleyblank，“Chinese Historical Criticism：Liu Chih—chi and Ssuma Kuang”，in Historians ofChina and Japan，edited by 

G Be~ley and E．G Pulleyblank．London：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61，PP．143—144；Yang Liansheng，“The Organization of 

Chinese Official Historiography：Principles and Methods of the Standard Histories from the T’ang through the Ming Dynasty”，in 

Historians ofChina and Japan，edited by w G Be~ley and E．G Pulleyblank，P．52；Brian Moloughney，“From Biographical History 

to Historical Biography：A Transformation in Chinese Historical Writing”，East Asian History4：1—3o，1992，pP．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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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教化功能，同时它还被认为能够提供可靠的社会经济和政治经验教训。因此，历史成为 

指导当下人们治国安邦最可靠的指导。中国历史上，对历史有这样一种持久信念，所谓观 

今宜鉴古，无古不成今。即认为通过对比研究古今的相似事件，将会产生无可估量的实用 

洞见，而这对国家与社会的改良是极为重要的。①这也难怪艾蒂安 ·白乐日(Etienne 

Balazs)对中国史学的著名论断，即中国史书“由官吏而写，为官吏而写”，在某种程度上，成 

为概括中国传统史著本质与意义的不刊之论。 

除去治国之道与道德教化功用之外，历史还有其论证政治合法性与政治宣传的作用。 

在中华帝制时代，断代史的编修，乃是为了证明新政权继承合法性的政治目的。王朝更替， 

被解释为由一个成功实现“大一统”(即“统”)“正当”的统治者(即“正”)，按照权力与权威 

的延续来实现的，即“正统”观念，也就是权力的正统和系统性延续的观念。新王朝凭借其 

德行，优良品德，其自不待言的政治、军事优势，获取天命和实际权威，以取代日薄西山的前 

朝。历史之服务于正统，乃是以确认权力转换的正统性，来呈现事实。② 

这种不加掩饰的公开将历史视作意识形态的、政治正统性及道德教化的工具，被视作 

中国人重视历史的一种明显迹象，许多西方评论者将此视作是一种中国人记录史实与诠释 

过去的典型力证。但西方评论家时常以现代西方史学标准来论断中国传统史学，常常忽视 

中国传统史家的丰硕成果，其结论往往过于简单化且有失公允。在最近一篇文章里，汪荣 

祖对西方某些完全漠视中国史学成就的观点深表不满，他在文章中充分展示了中国的史学 

成就，并以为任重道远。即如以史学的褒贬原则为例，尽管历史说教与类比，通常被看作是 

为道德和政治信念服务的，但它们绝不是不顾历史真相，而一味进行道德兜售与意识形态 

狂热宣传的偏执而古板的形式。褒贬事实上是为了表彰该表彰者，贬斥该贬斥者，乃是为 

忠实呈现历史而作出的努力。通过真实再现过去，历史有效地扮演着人生良师益友的伟大 

角色；也正是在如实记录过去的实践中，道德教训才得以彰显，千古铭记。同样地，有关权 

力正统性与合法性，中国不同时代的史学家有不同的认识，并没有一种古今一致的共识。 

对此，经常发生激烈的论辩，每位史学家都基于其对历史事件的严谨研究与客观理解，从而 

作出独立论断。⑧ 

事实上，我们应该知道，试图探究过去真相本身的认识，西方国家也是相当晚近才出现 

的。客观追求过去知识与史学认知，不带任何实用意图，这种史学方法的形成，与欧洲现代 

性的发轫密切相关。在 16世纪和17世纪以前，西方与中国一样，也是专注于把过去作为 

实用知识，而加以研究。④实际上，我们可以这样认为，对于体现重大意义的历史观念，任何 

① Robert M．Hartwell，“Historical Analogism，Public Policy，and Social Science in Eleventh。and Twelfth—Century China”， 

AmericanHistorical Review 76，3，1971，PP．694—699． 

② 杨联陧：《中国官方史学的组织机制：唐至明历史正史的原则和方法》，参见比斯利和蒲立本编：《中E1史家》，第46— 

48页。陈学霖：《金代(1115—1234)正统论的辩论》，华盛顿大学出版社 l984年版，第 19— 48页。 

③ 汪荣祖：《西方史家对所谓“儒家史学”的认识与误解》，《台大历史学报)~2OO1年第27期，第 128一I3l页。杨联陛： 

《中国官方史学的组织机制：唐至明历史正史的原则和方法》，第 32页。许冠三：《中国的批判传统》，《历史学刊》 

1983年第 26卷第2期 ，第 435— 436页。 

⑧ 伊格尔斯、王晴佳：《西方历史哲学与儒学》，《台大历史学~))2001年第27卷，第 21—35页。 



比较视野下中国古代史学的特征 41 

尊重历史的文化都在不断酝酿和维系。即如人类行为的典范、宇宙运动的模式以及上天的 

意志。即便到了今天，对隐藏于历史深处重要意义的领悟，还依旧能赋予我们理解现实、构 

想未来的力量。换言之，历史如同一个实用的过去。④从这一跨文化的角度来看，传统中国 

亦是如此，并非例外。 

此外，启蒙运动之后，或者现代社会建立以后，西方早已肯定并视为当然的，就是历史 

的重建，与当下密切相关。兰克的客观现实主义与科学史学主张，由历史本身再现历史，即 

据事直书，剥离现实中文化与个人的负担，只不过是一个神话而已。同样，儒家主张现在只 

是过去的重演，亦是神话。在我们的史学实践中，我们已经接受了这样一个事实，即史学家 

的着眼点始终是现实关怀和时事动态，或者假设，更确切地说是现实当下，我们可以称之为 

现在主义。法国杰出史学家吕西安 ·费弗尔曾公然宣称现在主义是重建过去的特有基石： 

“过去是对存在于当下人类现实网络中的人与社会的重建0”②幸而有诸如爱德华 ·萨义德 

(Edward Said)这样的文学评论家和海登 ·怀特(Hayden White)这样的史学理论家的许多 

作品，在此无须赘述，缘此史学家已经变得对史学论说的内在建构主义与表现性质有相当 

程度的认知。对过去的叙述与解读不可能完全真实地再现过去，它们必然只是一种再现， 

或是一种描述。同时，历史叙述“不仅是一个中性话语形式，可能会或可能不会被用来表示 

真实事件”，因为它需要了解叙述者的意识形态与政治立场。换句话说，历史真相的信念， 

已被撕破，因为这种所谓的真相，是建立在历史事实本身与史学研究的重现和史学叙述的 

重演二者之间一致性的前提之下，而这一前提根本就是不成立的。当然，我们论及当代西 

方学术的发展与敏感，并不是为了表明中国传统史学同样自觉地意识到了描绘或重建过去 

的本体论与认识论的条件。相反，中国人将历史视作为当下与未来行动服务的知识宝库， 

这种观念，正是其在发掘历史的努力中，坚定的现在主义者动机的例证。 

然而，这是否意味着对历史外在力量的信念淹没了对怎样建立真实历史的深切关照? 

中国史学家仅将过去看作是可应用于当下社会经验教训的宝库吗?历史仅仅是以信念来 

铭记、以死记硬背来记忆，而非以热情来检视、以想象来重建吗? 

二、中国史学中之叙述体例与如实直书之精神 

此外，评论者经常将传统中国皇权对历史写作的干预与控制，视作如实反映历史的障 

碍。的确，大多数王朝史都是由任职于官方机构的史官所完成。从3世纪汉帝国的灭亡， 

到6世纪后期隋王朝的建立，王朝史的编撰逐渐获得了官方认可，并日益成为人所共知的 

“正史”。随着官方史学地位的巩固，诚如白乐日所言，历史编撰仿佛就是“由官吏而写，为 

官吏而写”。③在唐代，随着史馆的设立，官方修史制度化了。史馆为史学家研究与撰写史 

① Graham，Gordon The Shape ofthe Past： Philosophical Approach to History．London：Penguin，1997，PP．1—2，20l一202． 

② Michel De Certeau， e Writing ofHiztory，translated by Tom Conley，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88，P．11 

③ Etienne Balazs，“L’histoire comme Guide de la Pratique Bureaucratique”，《官方史学实践指南》，参见比斯利和蒲立本 

编：《中日史家》，第78—9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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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提供支持与帮助，同时他们也会受到来自皇帝与监修官的指示与命令的制约。随着历史 

编撰的制度化，并成为官僚机器的一部分，不难想见，史学的批判力与创造精神日渐迟滞。 

例如，比尔 ·詹纳尔(W．J．F．Jenner)就对中国传统史学，尤其是官方史学进行了严厉批判， 

他将官方史学视作以死板与僵化的语言来措辞的行政经验的层层积累，目的在于向官僚集 

团灌输正确的价值观。由此，得到皇权认可的虚构历史，成为名副其实的文化牢笼，其显著 

体现在专制的史书，乃是作为人们价值观与行为的最终裁判者。① 

詹纳尔的描述有何不妥?关键在于，中国历史上对如实直书，有着一贯的坚持，他却极 

端漠视这种精神。中国史学家历来受到一种精神所激励，这就是被柳诒徵称为“史权”的 

理想。这一理想的特有力量与说服力正是来自其对过去发生之事的如实记载。孔子本人 

亦十分重视史料的可用性。他对弟子们说，他能够讨论夏与商朝的礼仪，却不能讨论杞与 

宋的礼仪，因为对于后者，他找不到足够的文献、实物和口头资料。(“夏礼吾能言之，杞不 

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献不足故也。”)孔子的杰出弟子子贡，曾就史书 

中对商朝亡国之君纣王的一般描述，提出了合理质疑，并推断纣王的腐朽与堕落或许被夸 

大了。孟子(约前372一前298年)曾警告说，假如完全相信《书经》上所说的，那还不如不 

读它。(“尽信书，则不如无书。”)韩非(前280一前233年)对尧、舜传奇故事始终抱着一种 

含混态度，而尧、舜一直被视为儒家的文化英雄与圣人。然而，或许支撑如实直书这一原则 

的最重要的证据来自《左传》(为孑L子《春秋》所作的注解)。公元前568年，身为史官的齐 

国三兄弟，因为坚持如实记录史实，违背了当权者的意愿，相继被杀。这一故事完整而如实 

地记录了下来，这清楚地表明，在古代中国就已存在着这样一个广为人所接受的信念，即不 

惜任何代价，即便是坦然接受死亡，也要坚守历史真相。 

值得注意的是，中国人自身十分清楚，在朝廷主导与监督下，官修史书中所存在的潜在 

缺陷。由此，历史编撰的制度化，同样意味着史官必须具备捍卫历史真相的本领，以防止腐 

败与妥协。唐代史馆设立之后，出于对皇家干预历史写作的防范与恐惧，朝制规定皇帝不 

得观看史馆内的确切记载。事实上，为了确保各位史官的独立性，免受外在不良影响与压 

力的干扰，他们彼此之间并不分享写作内容。官方史家勇敢地为真相而战，不惜冒着被君 

主所疏远甚至失去生命的危险，这样的案例在中国历史上不乏其数。等到清修《明史》之 

际，加以彻底收集史料，公正叙述过去的原则，已成为官方史学界的标准。这其中包括广泛 

收集材料，精心审核史料，编修者之间严密的分工合作，记录规则严格标准，坚定记录史实 

真相，评价公允，编修过程中的史官耐心与勤勉，以及文字的简洁明了。② 

此外，我们也不能无视成果丰硕、生机勃勃的私家史学领域，它不受朝廷控制，也没有 

官方修史的限制。这些私修史书中之创新与想象，令人无法忽视。而且，我们应该注意到， 

中国史学家对官方史学的可靠性，提出过诸多质疑与警告。以唐代杰出历史学家及历史哲 

学家刘知残(661 21年)为例，他就将对史馆的批评扩展到了史学研究的其他重要领域。 

① W．J．F．Jenner，The Tyranny ofHistory：the Roots ofChina's Crisis，London：Penguin Books，1992，PP．5—12． 

② 杨联隍：《中国官方史学的组织机制：唐至明历史正史的原则和方法》，第 55页；陈锦忠：《中国传统史学T作的内涵 

与德治浅说》，《东海大学历史学报》1981年第4期，第 38— 4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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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孜孜不倦地强调史家要公正地采择史料、如实直书，自觉避免曲笔、讳饰、歪曲的恶习。与 

此同时，他坚持以褒贬为历史的首要功能，他提醒读者，这一功能首先取决于历史材料的真实 

性。只有当历史叙述辨明真伪、善恶兼书时，历史才能当之无愧地扮演其道德裁判的角色。 

除去历史叙述的真实性问题，西方观察者与评论家对中国传统史学的本质与研究方法 

亦深表怀疑。尽管他们中许多人折服于中国史学丰富而从未间断的记录，且毫不怀疑这些 

记录，为理解中国历史，提供了重要线索。但是，他们依然乐于借用柯林伍德的话，将中国 

传统史著概括为“剪刀加浆糊”式的作品，认为其缺少对历史本质与意义的思考。换言之， 

在许多西方观察者看来，大部分中国史学著作只是对历史事件与故事的机械堆积，是事实 

与史料的简单排列。 

事实上，我们或许能够很容易地分辨出主导中国传统史学写作的某些标准化体例。首 

先，是为绝大多数王朝正史所采用的纪传体。如上所述，传记性文章构成了传统史学书写 

的核 1、5'部分，因为典范人物被视为古典著作中所包含的永恒原则与价值的直观体现。王朝 

的兴衰与历史的复杂演变，直接渗透在重要历史人物的生命之中，而通过他们，我们能够对 

过去时代，加以深刻洞察。此外，史官经常以“赞”的形式，对传记材料与叙述进行补充说 

明，并有意识地突出所述人物的重要性。帝王本纪和显要人物的列传，通过揭橥历史上个 

人行为的优劣，来阐明那些久经考验而又值得遵循的原则。这些典范人物与楷模成为后世 

子孙日常行为及伦理道德的生动向导。然而，值得注意的是，早在司马迁、班固时代，他们 

就已意识到了纪传本身的不足。因此，在此种复合体例之内，同时对某些特定主题，兼之以 

“表”与“书”、“志”体裁。“表”乃载录历史大事记，“书”、“志”体裁，则对超出传记之外的 

问题，略作补充，它涵盖了诸如地理、天文、动植物等主题，相当广泛。总之，中国史学家潜 

心研究人类活动的方方面面，却以人物的生平，作为叙述的主要方式。 

与这种复合体例截然相反的是编年体叙述形式。它按照时间顺序记录历史，并通过有 

序编排，使之呈现为一系列的连续性事件。这种叙述方式的一个明显不足在于，历史事件 

被孤立地记载，而缺少一种广义上的具体情境与间接关联。尽管编年体能够展现时间连续 

性的清晰图景，但它常常缺乏对事件空间连贯性的描述。于是，第三种编写体例，即纪事本 

末体，应运而生。此类史学家的目的在于重新编排和整合撷取于编年史著作中的材料，并 

将其归入新的主题之下。关于某一特定主题或事件的材料，常常散见于编年史著作之中， 

通过再次编排这些材料能够达到描绘、追溯与重建历史事件轨迹的目的。在这种记录方式 

中，孤立的部分得以聚合并构成一个整体，从而提供关于事件本末始终的完整历史叙述。 

这三种主要体裁之外，还有许多其他体裁，尤其是在私家史学领域。一些史家重点采 

用“书”和“志”体；另外一些史家则专注于按主题来编排高度专题类著作，如关于典章制度 

发展史的典制体著作；但是，也有一些史家倾向于史料笔记。此处问题的关键在于，尽管显 

然存在着为正史所垂青的单一叙述体裁，但事实上却存在着许多风格各异的史书体裁。另 

外，史书体裁绝不是如此之僵化，以至于淡化了事件本身所固有的复杂性。它们只不过是 

① 许冠三：《中国的批判传统》，《历史学刊》1983年第 26卷第 2期，第435— 438页；陈锦忠：《中国传统史学工作的内 

涵与德治浅说》，第47—5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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枯燥的人类历史百科目录中乏味的事实条目而已。④ 

体裁形式是否妨碍史实内容的表达?程式化的史书体裁是否意味着史书内容的因袭? 

事实上，如果中国史学仅仅出自“剪刀加浆糊”的方法，且这一形式束缚了史学内容的表 

达，那么史学批评就不会成为历代史家们的不懈追求，又谈何激励如此多的史学家投身其 

中!更进一步讲，这些历史批评并非单单立足于孤立的细枝末节，也并非以历史的一事一 

物为目标。许多史学家试图通过大量严谨的史学批评，来重建和重振古代史学的事实根 

基。例如，刘知畿不只是要解决个别经典或文献的问题，更是要致力于对整个古代史学传 

统的重新审视，因为古史对他来说是一个包裹在模糊中的神话和传说。他对《春秋》中许 

多记录的准确性提出了质疑，同时亦对司马迁、班固所构建的中国古史的真实性深表怀疑。 

甚至远古传说中的图腾故事，即备受后人称颂的尧舜禹禅让的故事，如尧无私地将其王位 

让与品德高尚的舜，舜无私地将其王位让与贤良的禹，亦被刘知畿视作怀疑的对象。 

金石学研究在宋朝的发展，进一步刺激了中国史学内部的批评与怀疑精神。欧阳修 

(1007—1072年)通过对古器物的深入研究，补充了其史学研究中的文献材料。更为重要 

的是，他的这一研究表明，《十翼》(阐述《易经》诸卦重要性的附录)中至少有三篇不是孔子 

所写，而是由后世学者附会而成。郑樵(1104—1162年)同样长于金石学与古典学术的研 

究，他细致考察了汉代对儒家经典的注解传统，并对其描述与解读的准确性提出了质疑。 

司马光(1019--1086年)在史料分析考异基础上，建立了探究史实真相的严格标准；并绝不 

使用包含想象、怪诞、神话色彩的各类文学作品中的材料。 

清朝，在追求精确、严谨的考证学方法论的带动之下，考据学家与史学家开始批判地解 

读圣人之言，并审慎地判断古代文献与器物的来源与真实性。这一时期学者们开始重新审 

视儒家经典与上古先秦史，缘此，上古史愈发被剥去中国文化中的神圣光环，而成为一个历 

史时段，儒家经典亦成为学术研究的对象。故而，二者在中国文化中的角色日益史学化。 

随着儒家经典与上古史的史学化，它们不再被视作跨时空的、普世的，因而也不是永恒的， 

而是历史发展及历史本身的产物。这一努力推动了史学的两项发展。首先，它促进了史料 

阅读与考订方法的极大改善，反过来它又促进了对以往学术的全新理解。其次，它催生了 
一 种历史主义意识和观念，即对时代推移的意识、对时代差异的认知，以及对过去与当下本 

质的差异性的认识。例如，王夫之(1619—1692年)主张对史料进行审慎地核查与考订，同 

时他强调史学家应该培养一种“时代不同”的观念，并认识到过去与现在都“自有其时代背 

景，其具体情境和情感、价值观及理由”。②顾炎武(1613—1682年)，如同他埋首于古史与 

文化的研究，包括文字、音韵、典章制度等，他同时立志于完全依托强有力的事实与史料来 

客观地重建过去。18世纪，戴震(1724—1777年)要求学者们“以过去之意解释过去，不把 

个人见解或后人思想强加其中”。⑧章学诚“六经皆史”的大胆论断，使这种认识论立场达 

到了顶峰。 

① 汪荣祖：《西方史家对所谓“儒家史学”的认识与误解》，《台大历史学报》，第 138—144页。 

② 许冠三：《中国的批判传统》，第443页。 

③ 许冠三：《中国的批判传统》，第44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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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中国史学中的形塑模式与历史分期思想 

中国史学家不仅坚持以严谨的方法来考订史料、构建叙述、形成解读，从而探求历史的 

真相，同时，也十分热衷于历史观念模式，力图重建过去。换句话说，中国思想家大都有其 

宏大而包罗万象的历史哲学理论。大体而言，中国史家关于历史流变的理论主要体现为三 

种主要态度，即崇古的、怀古的和信古的，但三者在表达方式上，相互关联。崇古的态度是 

指这样一种信念，即将上古时期视作已确立了一种出色价值判断的标准，使之成为衡量后 

世与文化的标尺。故而，作为黄金时代的上古时期，成为道德与实践教训的源泉与宝库。 

而怀古的态度，则促成了以史为鉴观念的形成，这种观念认为历史是现实生活的全能导 

师。①怀古的态度引出了与此相关联的另一观点，即今不如昔、往事一去不复返。而信古的 

态度称颂永恒的普遍性，而反对偶然的特殊性。这样，现在与过去被等而视之，因其二者在 

本质上是一致的。因为没有时代差异感，对古今差异的认识，就是通过崇古与怀古之镜的 

过滤而得来的，亦即古今之不同，源自辉煌古典时代的一去不复返。② 

因为这种普遍的历史主义观念，即崇古的、怀古的和信古的态度，使得帝制中国的主要 

价值标准皆来自过去，而非现实经验或对未来理想的预期。不过，尽管人们缅怀古典时代， 

但这并不意味着对过去的盲目效仿与迷信，而对上古典范的追寻，也并不意味着后世及当 

下被这样一种恶疾所笼罩，即随着时间的推移，人类文化每况愈下、万劫不复。其实，以史 

为鉴的观点，已经暗示出古今之间内在的连续性。现在虽然有所衰退，却以通过回归古典 

而得以改善，因二者之间存在质的一致性。 

崇古的、怀古的和信古的态度，毕竟勾勒了中国史学思维的三种主要模式。受此影响， 

中国思想家各自系统阐述了其时代观，以求通过历史学说来理解过去。遵循今文经学的传 

统，董仲舒(前1797一前 1407年)提出了“三正”说。这里他指的是三个政权的合法承 

继，即商朝、周朝及以孑L子为素王的鲁国。同时，董仲舒提出了“质”、“文”循环学说，认为 

王朝之兴与简单而虔诚的典礼仪式密切相关，而王朝之衰则潜藏于过度放纵与虚伪的行为 

中，这些行为埋下了最终灭亡的种子。东汉经学家何休(129—182年)提出了一种改良型 

的更迭形式，即“存三统”或“通三统”，它们依次与“三世”相联系。在 l8世纪，今文经学的 

继承者，诸如庄存与(1719—1788年)等人，提出了他们自己对朝代更迭的理解及具体的更 

迭形式。但是所有这些时代建构与时期划分，都只涉及古史问题。⑧本质上他们持有崇古 

的历史观点。 

19世纪初期，其他今文经学家如龚自珍(1792—1841年)与魏源(1794—1856年)，纷 

① Robert Eric，Frykenberg，History and Belief：The Foundations of Historical Understanding，Grand Rapids，MI：Eerdmans 

Publishing Co，1996，PP．149—152． 

② Peter，Burke，The Renaissance Sense ofthe Past，London：Edward Arnold，1969，PP．1—2；George，M．Logan，“Substance and 

Form in Renaissance Humanism”，Yournal ofMedieval attd Renaissance Studies 7，1．1977，P．18． 

③ Wu Anzu，“Mid Ch’ing New Text(chin-wen)Classical Learning and Its Han Provenance：The Dynamics of a Tradition of 

Ideas”，East Asian H~tory 8，1991，PP．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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纷提出了他们自己的“三世”说，龚自珍事实上提出了几个版本。旨在阐释历史演变的普 

遍原理与方式，且这些原理与方式不再仅仅适用于上古时代。但是，正如龚自珍自己所言， 

现世的三分法不过是古代“三世”说的重复，其终点为太平世，一个可与上古黄金时代相媲 

美的阶段。换言之，历史古典性的范式仍存在于龚自珍的历史主义中。魏源的“三世”说 

也超越了古史的界限，但大体来说，它们在本质上是倒退的，由此来支撑历史的倒退性范 

式。此外，他将永恒性原则或称为“一”，抑或无为的理想和展现其符合传统连续性范式一 

致性的“道”。① 

此外，还有一些划分历史时期的其他方法。以程朱理学道统递变的观点来看，从上古 

圣王时代到孟子所处时代，是道统产生与繁荣的黄金时期。随着孟子的去世，道统日渐式 

微，且伴随佛教、道教以及其他异端思想在中国的盛行，道统进入了一个长时段的衰退期。 

随后，韩愈(786—824年)恢复儒家道统，成为时代重建的新起点。儒学宗师们从周敦颐 

(1017一l073年)到朱熹(1130—12o0年)，继之而起，最终实现了道统的复兴。 

在宋朝，另一种历史分期方法逐渐为人们所认可，即以特定时段内学术研究的主导类 

型为依据来划分历史时期。近古汉朝，一些作家认为在尚未遭到佛教侵袭之前的汉朝，是 

语言学时代。自此至唐代为文学时代。宋朝由于其卓越的思辨性而成为哲学时代。②另一 

个值得注意的重要分期方法是佛教方法，它源自佛教千禧年观念的“末法论”。根据这一 

划分法，在佛陀涅檠之后，世界经历了三个阶段：正法时期、像法时期、末法时期。随着人们 

对佛陀教法信仰的衰减，世界会出现暂时的动乱与变迁，直到最后，由于人们彻底背弃佛 

法，世界会淹没在混乱与废墟中。就像中世纪的欧洲恐慌于千禧年的结束，在中国的佛教 

徒中间，同样存在对末法时期发端的广泛关注。事实上，在中国中世纪时代，这一时期被认 

为开始于公元552年。⑧ 

也许对中国历史最常见的分期方式，是与干支历法相结合的年号制度，这一方式首创 

于公元前114年西汉武帝时期。汉武帝宣布其登基之年(前1l6年)为元鼎元年(三足鼎的 

开始，登基的一个比喻说法)。这一做法逐渐制度化，故自此以后，每有皇帝即位，必会宣布 
一 个新的年号。然而，有时一些特殊的事件也会促成年号的改易。毋庸置疑，这一纪年体 

系是以政治目的为出发点的，它能够为统治者提供统治合法性、尊严、权威，以及每个新统 

治者的行政理想。实际上，这一分期方式的支配地位，或多或少地妨碍了人们以其他形式 

对历史进行时代划分。④ 

就现代意义上的历史性而言，以上所有的分期方式，最终都未能形成全面的时代差异 

① Wu Anzu，“Worldmaking，Habitus and Heimeneutics：A Re—reading of Wei Yuan’S(1794—1856)New Script(chin·wen) 

Classicism”，in Worldmaking，edited by William Pencak，New York：Peter Lang，1996，PP．82—85． 

② T．H．Barrett，“China and the Redundancy ofthe Medieval”，The Medieval History Journal Vo1．1，1998，PP．18O，87—88． 

③ Masayuki Sato，“Comparative Ideas of Chronology”，History and Theory，Vo1．30，3，PP．275—301；T．H_Barrett，“China and 

the Redundancy of the Medieval”，Th e Medieval History Journal，Vo1．1，1，1998，PP．75—78；Peter Burke，“Tradition and 

Experience：The Idea of Decline from Bruni to Gibbon”，Daedalus，1976，Vo1．105，PP．137—152． 

④ Mary C．Wright，“What’S in a Reign Name：3"he Uses of History and Philology”，Journal ofAsian Studies Vo1．18，1958， 

PP．103—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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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即一个时代区别于另一时代的独特性与唯一性。不过，在中国传统史学领域，存在着这 

样一种史学视角，它能展现对历史长河中的特殊性与偶然性的深切关注。在宋代，一些史 

学家如欧阳修、司马光(1019—1086年)，就深刻意识到了史料的时代属性，因为他们从王 

朝兴亡中，探寻治乱兴衰之因果联系。特别是在 17世纪、18世纪，伴随儒家经典研究与古 

史研究的日渐兴盛，上古史越来越被视为一个历史时段。例如，顾炎武极力反对固守旧制 

度，主张顺应时代的具体需求进行制度改革，并严厉斥责那种认为古代经典能够解决一切 

现实问题的论调。同样，王夫之认为，随着新情况与新形势(“势”)的不断涌现，变革是必 

然的趋势。①18世纪，章学诚提出“六经皆史”的论断，为这一历史观念作了总结，在此意义 

上，儒家经典不过是古代统治者治国经验的记录。而且，章学诚还认为，上古时代是有时间 

断限的，它并不能预示在其之后将会发生什么。② 同样地，戴震认为“道”不过是“人伦日 

用”，由此对理学的普适性原则的总体主张加以驳斥。⑧19世纪，龚自珍和魏源更倾向于把 

握变动历史环境中的特殊性；人类成就与行为既非天意所成，又非古典模型所生硬定义，而 

与人类世界的时空变化休戚相关。 

因此，中国史学也用历史主义的观点，形塑和重构过去。这些做法挑战了“道”的超越 

性、普遍性和永恒性，从而修正了传统史学的崇古、怀古和信古的特性。在一定程度上，当 

下开始与远古渐行渐远，因而就逃脱了历史之上“道”的幽灵的控制。 

结 语 

至此，我们已从三个维度对中国传统史学进行了阐述：历史的功用、历史叙述的体例与 

形式、历史形塑与历史分期。中国传统史家以历史来指导道德行为，并利用历史比附作为 

社会政治的指南，由此而宣告了历史与文化之间密切而有机的联系。历史因其英雄般的魅 

力、道德改造的工具及文化的化身，而备受推崇。历史是集体文化的记忆，通过它，哲学(是 

追求的首要原则)与政治(理想统治的建立与管理的实现)不再深奥难解。历史叙述(呈现 

为种种形式与体例)与历史哲学(给显然无序的时间以秩序和形塑)生动地刻画了宇宙(天 

地之运作)与人类(人类事件与行为的发生与演变)的持久原则。 

在之后的章节，我们将详细考察中国史学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创新与变化，以凸显中国 

史学动态发展的本质。我们将说明传统中国的历史书写绝不仅仅是书目之丰富和缺乏批 

判力史料的堆积，且其并未因对旧传统的崇敬而陷入重复旧传统的怪圈。通过对大量历史 

学家与历史文献的考察，其中包括官方正史与私修史书，我们希望能够描绘出中国传统史 

① S．Y．Teng，“Wang Fu—chih’S Views on History and Historical Writing”，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Vo1．28，1，PP．1 l 1—123； 

C．A．Pete~on，“Court and Province in mid and late T'ang”．in The Cambridge History D厂China，Vo1．3．edited by Dennis 

Twitcbett，l~mdon：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79，p．】2；伍安祖 ：《清代思想的张力：十七、十八世纪中国思想史中的 

“历史主义”》，《思想史学刊》1993年第54卷第4期，第 567—__578页。 

② David S Nivison，The Life and Thought of Chang Hsueh—ch~ngl738—1801，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66， 

PP．141— 142． 

③ 伍安祖：《清代思想的张力：十七、十八世纪中国思想史中的“历史主义”》，第567—57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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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领域的多样性与异质性。尽管我们试图重建一个连续的、综合性的叙述，但我们所构建 

的中国史学的框架，并不完整，而必然有所遗漏。通过本书的写作，我们旨在阐发解读与看 

待过去方式的变化，并进一步说明这些变化与历史写作产生了怎样的关联，而这些变化又 

是如何影响历史写作本身的。 

然而，在综合叙述之外，我们还期望确定某一特定时代历史思想的主导模型或时代精 

神，并从当时的社会政治与知识背景中阐释其起源及其影响。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史学家 

倾其毕生精力，梳理人类历史的多样性，详细注解王朝兴衰史，这是因为他们对“道”、对 

“理”的信念——精神、思想尤其是文化的启发性、导向性力量。从这个角度来讲，人的死 

亡，政权垮台，制度覆灭，事物消亡，物质分解，颜色褪去，是必然的结果；然而，“道”、文化、 

人类历史的模式却会持久延续下去。他们深知事实确实如此，因为历史作为一面镜子，反 

映并展示了“道”与古老而悠久文化模式的永恒价值。归根结底，出自传统中国丰富而严 

谨的史学著作，反映了中华文明的基本轮廓，这并不是为了将理解过去视为枯燥的、教条化 

的学习，而是为了通过毫无保留地借鉴过去，以实现指导世界宏伟而现实的目的。 

因为我们已经认识到，历史并不只是载录过去所发生之事的纯粹实证学科，而且，目前 

学术界的各种新思潮和关注热点也促使我们对历史进行反思，也许在当下，我们能在精神 

上对中国历史学家们探究历史实用性的不懈探求产生更多知音之感。 

(作者伍安祖，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历史系教授；王晴佳，美国罗文大学历史系教授； 

译者孙卫国 秦 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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